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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已有的研究较多的涉及清末民初及 20 世纪 20 年代的妇女参政问题。如张莲波:《1922 年前后中国妇女参政的特点》，《山西师
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 3 期; 蒋婷薇:《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江海学刊》，2001 年第 4 期; 李细珠:《略论民初女性对性
别歧视的觉醒与反思———以女子参政权运动为中心的考察》，《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 年第 5 期; 张军亭:《20 世纪初中国妇女参政运
动兴起探析》，《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08 年第 4 期; 周亚平: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历史档案》，1993 年第 2
期; 金炳亮:《民初妇女参政运动研究》，中山大学 1989 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② 介绍世界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书籍大量翻译并出版，如夏承尧:《各国妇女参政运动史》，上海启智书局，1929 年第 3 期; 森口繁
治著:《妇女参政运动》，刘絜敖译，商务印书馆，1932 年; 李藕丹:《世界各国妇女参政运动概述》，上海女子书店，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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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女参政员的国民参政运动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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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共召开了第一、二、三届及第四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数额位居历
届妇女参政人数之首，达 20 名之多。女参政员多为大学以上学历的中年女性，其中未婚女性占有很大比例，
所从事的职业以教育和妇女工作为主。她们的提案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战争动员等各个方面，
其中关于妇女问题的提案达 25 条之多，既有动员妇女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的提案，也有争取、维护妇女自身权
利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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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 － Japanese War

SONG Qinghong
(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Yangpu，Shanghai 200093，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 － Japanese War，the first，the second，and the third the Na-
tional Political Council，and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fourth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are hel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bout 20 women are elected as delegates，the highest number of the fe-
male participants i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are mostly middle － aged
women with a bachelor degree，and a relatively proportion of them is unmarried women，who mainly
are engaged in professions of education and work concerning women． Their proposals relate to poli-
tics，economy，education，culture，health，war mobilization and so on． There are 25 proposals on
women’s issues，both for mobilizing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social activities，and striving for
and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of women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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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受西方国家妇女参政思潮的影响，中国妇女参政运动蓬勃发展。①1930 年前后，关于世界
各国妇女参政的书籍大量翻译和出版②，进一步影响和推动了战前及抗战时期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的数额及其所占比例，都居历届妇女参政运动之首。女参政员在国民
参政会中的各项提案及在参政会之外的各项活动，扩大了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也深化了人们对妇女参

政运动的认识。
学术界对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研究成果，以张玉法、李木兰( Louise Edwards) 等人

为代表。张玉法的《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妇女参政权的演变》一文，分时段、区域梳理了晚清至民国时
期妇女参政思想及妇女争取参政权的发展演变过程。［1］( p39 － 72) 澳大利亚学者李木兰( Louise Edwards) 的
Gender，Politics，and Democracy:Women’s Suffrage in China一书，系统的介绍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
争取参政权的斗争，描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历程，提及国民参政会中的女参政

员争取妇女代表权及代表名额所做的努力，她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的参政运动，挑战了中国几

百年来最基本的政治权力准则，通过公开要求女性的政治声音，妇女运动者推动了整个政治体制的民主

进程。［2］( p334) 李木兰( Louise Edwards) 并考察了战争对妇女参政的影响，她认为抗日战争为中国妇女参
政提供了一个虚假的机会，战争并没有向妇女与正式政治力量和领导之间的根深蒂固的关系提出挑

战。［3］( p220 － 226) 具体到抗战时期的妇女参政，洪宜嫃、夏蓉、郭昭昭都有所涉及，郭昭昭关于抗战期间国民
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群体的考察，涉及到战时的妇女参政运动领导者，但她侧重探讨国民参政会的主体，

国民政府对女参政员的笼络。① 本文拟结合各位女参政员的个性特点和参政经验，探讨抗战时期参政
运动领导者的参政活动及其对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

一、女参政员的选举产生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成立的国民政府一个民意咨询性质的议政机关，自 1938 年 7 月成立至 1948

年 3 月结束，总共开过 4 届 13 次会议。1937 年 8 月，国民政府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由国防最
高会议主席聘请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救国会和各界人士为参议会参政员，作为国防最高会议的咨
询机关。在抗战期间，国民参政会共召开第一、二、三届及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四届国民参政会中均有女
性参政员参加。
根据 1938 年 4 月通过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二条规定“凡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或女子，

年满三十岁，暨第三条所列( 甲) ( 乙) ( 丙) ( 丁) 四项资格之一者，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第三条( 甲)
项规定:“由曾在各省市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中，共选任八十八名，各省市所
出参政员名额，依照附表之决定，并以有该省市籍贯者为原则。”( 丁) 项规定: “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
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选任五十名”。［4］( p46)

对于女参政员的名额，各界妇女团结及组织，纷纷请求增加名额，1940 年 10 月 9 日，国民大会全国
妇女竞选会呈国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 “敬恳本扶助女权发展之政策予以切实扶助: 1． 请求在指定参
政员名额中于前次呈送之各省市妇女国大代表候选人三百八十人内遴选五十名为第二届参政员; 2．请
求命令各省市参议会选举参政员时应注意选举女参政员每省市至少选出一人。3．请求命令未成立参议
会之省市党部及政府在推选参政员候选人时注意尽量推选当地妇女，每省市不得少于二人……”［5］

1940 年 10 月 15 日，国民政府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行政院公函( 渝文字第三九六六号):“迳
启者，承国民政府、主席交下国民大会全国妇女竞选会呈为请求在第二届参政员名额中，尽量指定妇女
参加一案，承谕批送国防最高委员会并交行政院等因除分函外，相应抄同原呈，函达查照转陈为荷。”［6］

1940 年 5 月 17 日，国民政府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公函渝文字第 2093 号:“迳启者准贵厅二十九年
五月十六日国治字第 9808 号公函为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建议关于请政府注意凡妇女所能服务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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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洪宜嫃著:《中国国民党妇女工作之研究( 1924 － 1949) 》，台北国史馆 2010 年 10 月印行; 夏蓉:《抗战时期妇女指导委员会与妇
女宪政运动》，《民国档案》，2009 年第 2 期; 郭昭昭: 《抗战期间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群体的考察》，《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06 年第 6 期。



职，应尽量任用妇女一案，经陈奉国防最高委员第三十二次常务会议决议:‘送国民政府注意’录案检件
函达查照转陈等由，业经陈奉国民政府通令直辖各机关注意矣，相应函复查照转陈为荷。”［6］

最终选出的各界女参政员不过十数名。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选出女性参政员邓颖超 、喻维华、史
良、伍智梅、刘王立明、吴贻芳、刘蘅静、罗衡、张肖梅、陶玄等 10 人，除伍智梅和罗衡是依照《国民参政
会组织条例》第三条( 甲) 项遴选出来，分别代表广东和云南省外，其余八位女参政员都是依照《国民参
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 丁) 项遴选出来的。［4］( p66、68)

第二届参政员中女参政员分别为邓颖超、史良、伍智梅、刘王立明、吴贻芳、刘蘅静、罗衡、张肖梅、陶
玄、曾宝荪、吕云章、陈逸云、张维桢、谢冰心、钱用和等 15 人，全部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
( 丁) 项遴选出来的［4］( p784 － 786)。第三届女参政员分别为邓颖超 、伍智梅、刘王立明、吴贻芳、刘蘅静、罗
衡、陶玄、吕云章、陈逸云、张维桢、谢冰心、张邦珍、胡木兰、唐国桢等 14 人，除张维桢、刘王立明、张邦
珍、胡木兰是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 甲) 项遴选出来，分别代表江苏、安徽、云南、广东省，
其余 10 人是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 丁) 项遴选出来的。［4］( p1056 － 1060)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女参政员共有唐国桢、张维桢、张邦珍、王化民、陈逸云、陶玄、吕云章、谢
冰心、伍智梅、邓颖超、罗衡、吴贻芳、刘蘅静、胡木兰等 14 人，除唐国桢、张维桢、张邦珍、王化民四人是
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 甲) 项遴选出来，分别代表湖南、江苏、云南、河北省，其余 10 人是
是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 丁) 项遴选出来的。［4］( p1422 － 1426) 各女参政员情况简介如下:

表 1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女参政员情况简介

姓名 学历、身份、职务及经历等 党派

邓颖超
天津第一女师毕业;周恩来夫人，妇运领导者，陕甘宁边区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渝代
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 共产党员

史良
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律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历任江苏区长训练所训育员，青
岛特别市党部政训科主任，江苏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总司令部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
养成所指导员，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等。

民盟成员

吴贻芳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士，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教育家，历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
员兼英语系主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常
务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无党派

伍智梅
伍汉持之长女，毕业于广州夏葛医科大学，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实习;广东妇运领
导者，历任广州市参事会参事，广州特别市党部第一届妇女部长，广州特别市党部执监
委员，广州市政府设计委员。

国民党员

张肖梅
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继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又入日内瓦
大学，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经济学家，张嘉铸( 禹九) 夫人，历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主
任，四川省政府经济顾问，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国民党员

刘王立明 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生物系，理学学士，前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夫人，曾努力于妇女运
动多年，在上海曾创办中华妇女节制协会。 1944 年加入民盟

罗衡 北平中国大学毕业，后入法国巴黎大学地理专门学院;独身主义者，任云南省党务指导
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央社会部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员

陶玄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毕业;历任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校长，及立法院立法委员，三
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妇女处处长。 国民党员

刘蘅静
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历任广东省立女子
师范学校教员，广东执信中学教员，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妇女部长，汉口市党部妇女
部长，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校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
员，中央社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员

喻维华 武昌中华大学毕业;任香港西南女子中学校长，国民会议代表。当被聘为国民参政员
后，即赴汉口参加第一次国民参政会，不幸在汉口寓所遇刺身死。 青年党

谢冰心 燕京大学毕业，曾入美国威斯里大学学习，获文学硕士; 全国妇女文化工作委员会秘
书、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燕京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 民进成员

陈逸云
1927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科系，1932 年由国民党党部保送，官费留学美国密歇根大
学，获市政管理硕士;历任国民政府司法院秘书、铁道部专员、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
委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委员等职。

国民党员

吕云章
北京女子高师毕业;暨南大学讲师周书龄夫人，历任中央党部妇女干事、上海特别市党
部妇女部秘书、河北省任教育厅督学、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务课主任、河北省立通县女
子师范校长等职。

国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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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历、身份、职务及经历等 党派

钱用和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毕业，后由江苏省政府派公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
学习;历任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校董秘书，暨南大
学、北平师范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校教授。

国民党员

张维桢
早年在沪江大学毕业，后留美密歇根大学，学政治;罗家伦夫人，历任中央宣传部编辑
科科长，上海纱厂总工会主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妇女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领
导中央大学妇女工作。

国民党员

曾宝荪 英国伦敦大学毕业;曾国藩曾孙女，教育家，湖南艺芳女子中学校长，妇女指导委员会
委员。

胡木兰 广州大学毕业;胡汉民之女，任国民政府经委会委员。 国民党员

唐国桢 北平女师大毕业，曾派赴日本民治大学研究教育;历任宁夏省立女子中学校长，湖南衡
山县立女子中学校长，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总干事，妇女慰劳总会总干事。 国民党员

张邦珍 早年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1929 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张邦翰之妹，历任云南南
菁中学校长、云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国立重庆女子师范学院院长等职。 国民党员

王化民 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历任察哈尔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河北省立第二
女子师范学院校长、国立河南中学校务委员等职。 国民党员

资源来源: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第 66 － 68、781 － 786、1506 － 1061 页;孟广涵:《国民参
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第 288 － 405 页;国民参政会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国民参政会史料》，台北:国民参
政会在台历届参政员联谊会，1962 年;《十五位女参政员介绍》，《妇女新运通讯》，第 3 卷第 3 － 4 期，1941 年 2 月，第 4 －
5页;《中国女的参政员》，《妇女新运》，1943 年第 3 期，第 42 － 44 页;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北京:团
结出版社，2005 年。

国民参政会的女参政员，多具有一定学历、职务或身份背景或政治地位。各位女参政员大多为三四
十岁的中年女性，且具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阅历。从其学历来看，他们多具有师范、大学以上的学历，有
不少还曾留学海外。各位女参政员中，未婚女性占很大比例，且以从事教育及妇女工作的占绝大多
数。［7］( p7) 各位女参政员的个人经历对于其当选为女参政员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女参政员多为国民
党员或与宋美龄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即女参政员之所以能当选与其政治派别，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

治背景密切相关。
表 2 第二、三届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统计表

人数 第二届 15 人 第三届 14 人

年龄
40 岁以上 9 8
40 岁以下 6 6

职业

教育界 4 3
妇运工作 8 9
生产事业 1 1
文化事业 1 1
经济学家 1

婚姻
已婚 8 8
未婚 7 6

学历
留学生 12 11
大学生 2 2
师范生 1 1

党别

国民党 8 10
共产党 1 1
其他党派 1
不详 5 3

资料来源:陈逸云:《女参政员的话》，重庆市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史研究组:《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 上) 》( 1940 年 5
月 16 日 － 1947 年 2 月 16 日) ，第 7 页。

从表 2 可知，国民参政会中女性参政员，多出生于 1900 年前后，到 1938 年 7 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召开时，大多 40 岁左右，但未婚女性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第二届 15 名女参政员中，7 人未婚，第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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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名女参政员中，6 人未婚。这些未婚女性，绝大多数终身未婚，如吴贻芳、罗衡、曾宝荪等人。从学历
来看，女参政员具有师范或大学以上的学历，大多数具有留学背景。她们的职业以教育和妇女运动工作
为主，在党派属性上，国民党员占绝大多数。
具体来说，邓颖超是代表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女代表，她是“有悠久历史的妇女运动者”，“她不

仅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在北伐时代，曾领导上海的女工与女子去进行五卅的流血斗争，曾任国民党第

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并与何香凝女士共同担任妇女部工作。国共分裂后，她脱离了国民党。参加了二万
五千里的长征”。［8］( p5) 1937 年 7 月，邓颖超和其它五位共产党参政员，“捐献所领参政员公费”［9］。邓颖
超发表题为《论女参政员的责任》一文，写道:“女参政员要代表全国人民将意见转达政府，为最受压迫、
最受痛苦的各界妇女大众说话; 这次会议期间，讨论议案要注意关心妇女问题”。
罗衡原名罗云英，云南省盐丰县人，曾入昆明女子师范大学附小读书，毕业后考入女师，后因抗婚，

改名罗衡，换上男装，逃出昆明，经越南绕香港到上海，再转往北京，进入大学政经系学习，后又到广州进

妇女运动讲习所。罗衡于 1926 年 3 月 19 日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央
妇女运动委员等职，并“长期兼任宋美龄的私人秘书”［10］( p61)。在参政会上，罗衡“敢于讲话，她披露了
宋子文的罪恶，斥责过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反对过孔祥熙的贪污，揭发过孙科的丑闻，成了一个有名的
‘炮手’和有强烈正义感的奇女子。”［11］( p167) 史良是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宪政期成会“唯一的女
性”［12］( p23) ，为了担任国民参政员，暂停了律师业务。皖南事变后，中共参政员被迫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
参政会的首次会议。史良和救国会的其他许多同志，也宣布拒绝出席，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
表示坚决抗议”。1942 年国民党召集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史良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等同时被取消
参政员资格。［4］( p476) 陈逸云是《妇女共鸣》的编辑，“但她平时特别热心于妇女运动，崔英秀案，李鲁慕贞
案，她都站在妇女界的立场，为之奔走呼吁”［13］。她自称“小妹妹”，在女参政员中，她是“较为年轻”，
“颇具风趣”。［14］( p96 － 98) 钱用和“曾为蒋夫人私人秘书”，她认为女子教育，应注重培养人才，对于职业、家
庭，应双方兼顾，设法补救，妇女职业问题，“回厨房”与“走出家庭”，应视环境而定。［15］( p30) 陶玄曾任江
苏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长，北平第一女子中学校长。1938 年 7 月 4 日，陶玄在在武汉召开的各界妇女
谈话会上，宣称:“我们( 指女参政员———笔者注) 虽不是由全国民众选出来的代表，但我们愿意代表全
国女同胞，把全国女同胞的呼声传到参政会和政府中去。”［16］1938 年，喻维华曾与李宗仁夫人郭德洁、
马超俊夫人沈慧莲等往第五战区劳军，1939 年 7 月 29 日晨七时半，“被刺身死”于其居住的武汉特二区
黄陂路七十四号［17］。胡木兰早年“追随乃父从事革命工作有年。革命军兴后，女士在港襄助妇女慰劳
工作”［18］( p44)。此外，伍智梅是具“有长久历史的广东妇运的领导者”，曾宝荪“中学根砥甚佳，蒋夫人颇
器重”［8］( p5)。
由于背景不同，各位女参政员对民主的态度也有所不同。1944 年，记者在曹孟君主办的《现代妇

女》杂志发表《女参政员谈民主》一文，详细记载了各参政员对民主宪政的态度。有的认为“人民的教育
程度不够”，宪政应缓慢实行，以国民党员刘蘅静、陈逸云、胡木兰、唐国桢、罗衡、陶玄、张邦珍、伍智梅
等人为代表。［19］( p26 － 27) 也有人主张民主须“形式与内容并重”的，如史良曾说“民主是用不着学习的，所
以不能拿学习来比喻‘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无论有知识与否，每个人都会管理自己的财产，官吏是由
主人请来代为管理财产的公仆，假若仆人有了错误，主人是有权来更换的，打个浅近譬喻，一个穷老太

婆，总也会照顾自己的财产，谁要损害到她的财产，她也会分辨得出谁是好人坏人。所以惟其实行了民
主的选举，才能真正到除贪污呢”! 她更谈论到，“中国民主与英美不同的地方，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
而可以实行民主，中国却是有法不守。所以如其实行宪政，更必须形式与内容并重，一方面要彻底的人
身，言论，结社集会自由以真正表现民主的内容，另方面也须召开国民大会分布宪政争取形式上的民主，

来定下个契约不可”。［19］( p27)

而胡木兰对妇女参政的意见有三:“第一，假如我国妇女问题成为问题的话，那是社会问题之一部
分，因此，妇女参政，应该是用国民所付予之能，透过政府之权，以求整个社会问题之解决……其次，妇女
与男人在政治上，社会上的界线之权利义务，已在国家立法上加以规定，因此，妇女对于国家社会，应该

是以国民一份子之身份贡献于国家社会，和男生同样站在本身所应站的岗位，绝不应事事强调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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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使自己自成一特殊阶级……最后关于我国妇女始终不能和男性同质同量贡献国家社会之事实，是
无法否认的，然而这种事实之根困，一是我国原有社会机构之阻力，一是妇女本身生活技能之不能，因

此，今后女参政员对于政治上之运用，应对于排除社会助力与提高生产技能二方面多加注意。”［15］( p19) 应
该说，胡林木兰关于妇女参政的观点是非常温和的。

二、女参政员参政议政
在每届国民参政会前，女参政员参加妇女界集会，集思广益，以确保能一定程度上代表妇女的利益。

既有各妇女团体代表邀请女参政员参加集会，讨论提案等问题，也有女参政员邀请各妇女团体或个人建

言献策。如 1938 年 7 月 4 日，女参政员陶玄、罗衡、邓颖超、史良、刘蘅静等召开招待各界妇女谈话会，
到会的有武汉各妇女团体，全国女青年会乡村服务团、河南各妇女团体、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及
香港、甘肃、东北等地来的妇女代表一百余人各团体代表相继发言，提出许多有关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
国问题的提案。［16］

1938 年 10 月 26 日，第二次参政会开会前夕，妇女慰劳总会重庆分会邀请刚从武汉来渝的女参政
员邓颖超、史良、刘蘅静演讲，以了解参政员关于这次参政会的意见，“到会的妇女同胞约五百余人”［20］。
1938 年 10 月 31 日，武汉市妇女慰劳分会、妇女抗战建国协会、儿童保育院举行茶会，招待出席国民参
政会六位女参政员刘蘅静、邓颖超、吴贻芳、罗衡等人，会议由武汉抗战建国协会主席朱纶主持，“一方
面想听一听六位参政员将有什么意见提给参政会，一方面并希望她们三个团体的意见贡献六位妇女界

先进，请他们转达到参政会上去，此外，更希望请教对妇女救亡运动的指示。”［21］女参政员通过妇女座谈
会及时了解妇女界的动向，及时反应妇女代表的意见，并起上传下达的作用。

1938 年，重庆市各妇女团体，在国民参政会召开前，拟定《动员农村与家庭妇女》草案，“交请此次来
渝出席女参政员提出大会讨论施行”。［22］1940 年 4 月 6 日，重庆市 33 个妇女团体代表举行招待女参政
员大会，除刘王立明因事未参加外，邓颖超、史良、吴贻芳、陶玄、罗衡、刘蘅静、伍智梅、张肖梅等八位参
政员参加。［23］女参政员定期召开妇女各妇女团体座谈会，以便集思广益，以代表广大妇女参加参政活
动。在妇女座谈会基础上，女参政员代表广大妇女在国民参政会上纷纷建言策。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提案达 92 条之多，其内容涉及优待抗敌军人、发展农村工业、加

强军医力量、救济抗敌军人家属、改进女子教育、政府预算规定妇女工作经费、不得禁用女职员、动员妇
女参加抗战建国、加强救护工作、推行公医制度等各个方面。可见，女参政员关注的问题不限于妇女问
题，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战争动员等纷纷建言献策。比如，一届二次参政会，史良提议
“请政府切实执行优待抗敌军人家属法令以便人民安心服兵役案”、“请政府从速发展农村工业以应抗
战建国之需要”，一届三次会议提议“集中全国医药卫生专门人材加强军医力量以适应战时军队卫生及
救护工作之需要案”等。［4］( p186 － 1323)

国民参政会女参政员的提案不限于妇女问题，但涉及妇女问题的提案约为 25 条，占女参政员所有
提案 92 条的约四分之一，可见女参政员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关于妇女问题的提案，既有动员妇女参加
各项社会活动的提案，也争取和维护妇女权利的提案。动员妇女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的提案，如在一届一
次、一届二次会议上，伍智梅等提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案”。一届三次会议上伍智梅等提“中
央及各省县市农业机关应尽量辅导农村妇女发展生产事业案”。一届四次会议上刘王立明等提“请政
府普遍设立托儿所以便利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大业案”，史良等提“请中央切实改进女子教育以适应
抗战建国之需要案”。一届五次会议上，伍智梅等提“请政府通令各省切实推广妇女纺织业以利战时生
产案”，刘王立明等提“请中央速组妇女生产事业推动委员会加强战时经济案”，伍智梅等提“请政府推
进妇女代耕以增战时粮食生产案”。三届一次会议上，唐国桢等提“请政府实施妇女动员，加强抗战力
量案”，刘蘅静等提“请政府从速普设工厂托儿所，以动员妇女参加工业生产案”。三届二次会议上，唐
国桢等提“请修改《国民义务劳动服务法》，加入妇女部份，以增强抗建力量而符合实际动员全国人力之
要义案”。三届三次会议上，唐国桢等提“为促进妇女参加各部分工作以增国力案”。［4］( p186 － 1323)

维护妇女权利的提案如一届五次会议上刘蘅静等提“请政府于指定之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中多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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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代表以弥补区域选举之缺点案”，史良等提“请政府于各级政府预算中规定妇女工作经费以利妇运
案”，史良等提“请政府通令全国各机关不得禁用女职员案”。二届二次会议上，吴贻芳等提“请政府明
令各机关不得藉故禁用女职员，以符男女职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案”，陈逸云等提“请政府明令警官学校
及警政训练班招收女生，以符男女教育职业机会平等之原则案”，刘蘅静等提“请规定母亲扶助法以保
护幼小儿童案”。三届三次会议上，吕云章等提“请通饬各机关不得歧视或拒用女性职员案”，刘蘅静等
提“宪政实施协替增加女委员二人案”。
四届一次会议上，刘蘅静等提“政府增加国民大会女代表名额”，唐国桢等提“请政府规定国民大会

代表暨各省市县参议会参议员妇女名额应为总数百分之二十比例案”，罗衡等提“再请政府重申前令切
实保障妇女职业以免造成社会之严重问题案”，陈逸云等提“提议宪法草案所规定各项选举应规定妇女
当选名额案”，王化民等提“为便于妇女就业增加建国力量应大量培植幼稚教育是将普设托儿所
案”。［4］( p186 － 1323) 而提案涉及妇女问题的并不是全由女参政员提出的，男参政员的提案中涉及妇女问题，

如王亚明等所提“推行妇女生产合作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战时生产及战后经济复兴案。”［24］( p485) 而张之江
等为妇女争取权利所提“健全托儿所机构增加托儿所数量切实保婴便利妇女工作案”［24］( p488)。
以上 25 条女参政员关于妇女问题的提案，既有动员妇女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的提案，也保障和维护

妇女权利的提案。当然，关注妇女问题并不是女性的特权，男性参政员的提案中，也有涉及妇女问题的
提案，如王亚明和张之江等的提案。［24］( p485、488) 总体而言，女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活动，为战时国家
建设和妇女权利的争取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各女参政员的提案，时人反应较为犀利。1943 年 9 月 25 日，《王世杰日记》记载:“今日午后

蒋先生出席参政会，谓将组织‘宪政实施筹备会’，以推动一切宪法筹备工作……女参政员于蒋先生讲
毕时发言，要求政府立即给予人民以较多之自由，并谓现时情形，人民不但无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抑且

无‘旅行自由甚或吃饭自由’云云。本党同人闻之均感不快，惟枚荪语予云，我们对于此种批评，也只好
忍受。”［25］( p540) 女参政员在参政会中的表现也将为优秀。据 1942 年 11 月 30 日，《王世杰日记》记载:
“参政会今日上午下午大会均由吴贻芳女士主席，吴女士主持会议之能力较张伯苓、莫德惠等均
优。”［25］( p464)

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国民参政会中有无女参政员参加，女参政员
的比例及各项提案对民国时期乃至 1949 年之后的妇女参政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国民参政会中第一届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选出后，1938 年 6 月 25 日史良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评论:“参政会的代表约二百多
人，其中妇女占二十分之一。数量虽不算多，较之以前是大有进步。而妇女能积极参政，实为前所未有。
主要能见诸实行。妇女方面的提案，尚须与其他女参政员商酌，大体上有下列各项: 妇女须能受普遍的
军事及政治的训练，得到良好的保育，以及希望各级政府机关能尽量吸收妇女工作人员，使妇女能参加

抗战及建国工作等。”［4］( p92)

然而，妇女参政员在整个参政员中所占比例仍非常小。四届一次会议上，唐国桢提“请政府规定国
民大会代表暨各省市县参议会参议员妇女名额应为总数百分之二十比例案”。［4］( p186 － 1323) 国民参政会

中，女参政员的比例仅占百分之五左右。女参政员史良指出“妇女工作，目前所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民
众团体往往从政府取得帮助太少。像经费的困难，领导的不够，都加重妇女工作及民众运动的困
难。”［26］各种因素制约了战时及战后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此外，由于政治因素，一些进步的女参政员
被取消参政员资格。如史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一同与中共参政员“被迫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的末次会议”，之后史良“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
二年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时，国民党取消史良等人的参政员资格。［27］( p47)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中的女参政员以自身的参政实践，为妇女争取参政名额。抗战结束后，女参政
员们继续领导中国妇女参政运动。邓颖超于 1947 年 3 月至 1949 年 3 月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
1949 年 3 月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继续领导妇女参政活动。其他女参政员中，伍智梅、罗衡、陶玄、曾宝
荪、吕云章、陈逸云、钱用和、张邦珍、唐国桢、王化民等人当选第一届“制宪国民大会”代表。［28］吕云章出
席“制宪国大”极力争取民意代表中应有妇女保障名额的提案，提案并获通过。［28］( p601) 吴贻芳虽被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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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选举为国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但“坚辞不就”。［29］( p121 － 122) 此外，女参政员伍智梅、唐国桢、吕云章、陈逸
云、罗衡、王化民、刘蘅静等人当选为第一届女性立法委员，［30］钱用和等人当选为第一届女性监察委
员［31］。战后妇女仍在继续为争取参政的权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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